
缺

在儒、释、道三教中，儒家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精神的代表，

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宗法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。

它以宗法的亲亲、尊尊原则别贵贱、辨亲疏，致力于建立上下有

序、尊卑分明的社会等级伦理关系，以此保持家族的和睦，并进

而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。隋炀帝杨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：“儒

学之道，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，知尊卑长幼之序。升之于朝，

任之以职，故能赞理时务，弘益风范”。①所以说儒学是有很强

的社会功能的思想。汉代，为了适应当时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

的需要，从董仲舒到《白虎通》，经学家们用神学目的论建构整个

思想体系，把原始儒学关于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思想改造成

为神圣化的纲常名教，用统一的经学强化对社会的思想控制。

正是由于这个特点，儒家经学才能面对其它思想的有力挑战而

始终不倒。后来兴起的佛教和道教，只有在政治伦理关系上屈

从于儒家的纲常名教，才能在中国的宗法社会中生存下去。

但是，儒学在历史的发展中，也逐渐暴露出它的缺点。

乏佛教那种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，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比之佛

教要肤浅、粗糙得多，以致于儒家学者往往要通过学习佛学来提

①《简励学徒诏》，《全隋文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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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自己的理论水平。儒家 也不像佛教和道教那样，有一个完整

的宗教世界观，能为人们虚构一个逃避社会苦难和人生挫折的

彼岸世界，指出摆脱现实烦恼的道路，尤其是没有佛教那种解除

内心痛苦的精致的心性修养方法，而只是用纲常名教束缚人，这

就给佛、道留下了地盘。有的佛教信徒就说：“《六经》典文，本在

济俗为治耳，必求性灵真奥，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？”①特别

是遇到社会动乱，名教不能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，人们的注意力

就会更多地转向佛、道二教。

汉代以后，儒学已不再享有两汉那种“独尊”的地位，佛教、

道教兴盛起来，与儒家鼎立为三。从此直到隋、唐，思想史发展

的基本线索，就是儒、释、道三教之间关系的发展。

佛、道二教力求达到一种脱离现实的精神境界，在修持实践

上以出世离尘为前提，号召出家，有悖人伦，不能直接适应巩固

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，也就无法取代儒家的地位，承担社会

治理的责任。两晋以后，虽然儒、释、道三教都想发挥自己的优

势，以战胜对方，在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，但只能分庭抗礼。实

际上，三家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。

中 封建社会长期在发达的共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，有着

很强的认同心理。反映到政治上，就是对社会统一的强烈要求。

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，特别是像汉、唐这样的大帝国的统一

和安定，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，以精神的统一保障政治的统

一。因此，虽然儒、释、道都有益于封建统治，但它们在鼎立状态

下的互相斗争，削弱了它们的作用，无法真正满足统一的封建专

制国家对思想文化整体性的需求。隋末王通看到了这一点，他

指出：“政恶多门久矣”，认为思想教化分立为三在政治上是不利

①何尚之：《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》，《广弘明集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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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孔颖达

的，于是他提出了“三教可一”的主张。①从王通的一贯思想看，

他说的“可一”，就是以儒为主的思想统一。

历史的实际发展往往落后于思想家的敏感。唐王朝统一后，

未能按照王通的意见统一意识形态，而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，

以调和为主，有时甚至用排名次的办法企图使它们形成和谐的

关系。

但在儒家内部，唐代国家则要求思想统一。

汉代以来，儒者虽同尊“五经”，但往往是同经异注，家传异

说。唐代之初，《周易》有王学、郑学对立，《尚书》有今文、古文不

同。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，更是学派林立，互相责难。成就较

高的刘焯、刘炫，又往往“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，同其所异，异其所

同。”②唐太宗李世民不满意“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”，

与诸儒撰定“五经”义疏，定名为《五经正义》。

《五经正义》用训诂经学的办法统一了从汉到南北朝出现的

各派经学，作为官方的标准教科书，要求每一个学者必须恪守其

文字，严格按经疏的解释理解儒学的精神。这样做虽然对统一

社会的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有较大的意义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

了社会大一统的需要，但限制了人的积极的思想活动，使儒学比

起迅速发展的佛学和道教思想，在哲学思考上较为沉寂。

唐代儒学，前后期发展明显不同。前期重训诂、循章句、守

经疏，进士以浮文媚世，明经仅以记诵见长。安史之乱以后，儒学

转入后期，以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翱等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学

者，以批判和创新精神积极进行理论探索，使儒学具有了活力，

日唐书③ 儒学上》

② 孔 颖 达 《毛诗正义序》

页。

参阅：尹协理、魏明：《王通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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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经济的高度分散与专制政治的高度统

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。

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学成为实

单就思想的发展看，儒学的显著变化是由于一些学者不满

意于《五经正义》所划定的框框，以及儒家在三教斗争中的被动

地位。如果深入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就会发现，唐代前后期儒

学的不同，与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统治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一致的。

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“罢

施统治的主要指导思想，它就与封建专制的统治体制紧密结合

在一起。儒学的重大变化，也就反映了统治体制的重大变化。

因此，研究唐代后期儒学，首先要从统治体制的变化中找原因，

弄清统治体制的变化给儒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，儒学对这些

课题的回答，就是它发展的新趋向。

中国封建社会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矛盾，就是家族或家

分散的自然经济，

使一般的社会成员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。他们希望得到强

有力的政权的保护，强烈地要求国家统一。由此，便产生了社会

的向心力。然而，社会成员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中为了自身的经

济利益，又反对干涉过多的体制，要求较大的自由度，因而又有

离心倾向。于是，社会中向心力和离心倾向同时并存，致使中国

封建社会在统一和分裂、稳定和动乱之间循环往复地曲折发展。

东汉末年以后，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不能处理好这一基本矛盾，所

以直到唐以前，除西晋和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，绝大多数年代处

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。

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，唐初统治者为了保证王朝的长治久

安，在构筑一个能协调好经济分散与政治统一的关系的统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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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使

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在政治上迅速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、从

承

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选拔合格官吏的科举制；在经济上继

完善了均田制，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半徭役性的租庸调制；

在军事上继承和发展了府兵制。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统治体

制。这个体制推动和保证了唐代前期社会走向强盛和繁荣，它

的变化则引起了后期的动乱和衰落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均田

制和府兵制。

均田制是产生于北魏的一种上地制度，建议者李安世，他在

上北魏孝文帝的疏中说道：

臣闻量民画野，经国大式；邑地相参，致理之本。井税

之兴，其来日久。田莱之数，制之以限。盖欲使土不旷功，

人罔游力。雄擅之家，不独膏腴之美；单陋之夫，亦有顷亩

之分。①

依据李安世的建议，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。它的特点，是封建统

治者凭借国家对土地的支配权，按照社会等级关系，分配给不同

阶层的社会成员以一定数量的土地，其中有些可以传承，有些则

在被分配者死后收回，并重新分配。它的作用有三个：第一，可

土不旷功，人罔游力”，把每一个农民都固定在一小块土地

上进行生产，使人力和地力都得到开发，这是封建社会走向繁荣

的必要条件；第二，可以使“雄擅之家，不独膏腴之美；单陋之夫，

亦有顷田之分”。既缓和阶级矛盾，又限制豪强兼并，使其势力

不致膨胀；第三，国家可以运用分配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手段积极

介入个人的经济生活，依靠政权的力量调整个人之间和阶级之

间的关系，加强对社会的控制。尤其是在战乱结束、新王朝建立

之际，新统治者可以通过分配土地赢得人心，获得社会的普遍认

① 通志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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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，九品顷，八品 顷。地方官最高

顷，五品

《尚书户部》

可。由于这些优点，北魏以后，历代都沿袭了这个制度。

唐代立国不久，战事尚未平息，就于“武德七年（ 年），始

定均田赋税”①，开始推行均田制。同时又根据历代的经验，进

一步予以完善。依陆贽《均节赋税恤百姓》论，唐代均田制及与

之相应的租庸调法，要点如下：

土宜，出绢若绫若

丁男一人，受田百亩。岁输粟两石，谓之租，每户各随

，共二丈，绵三两。不蚕之土，输布二丈

五尺，麻三斤，谓之调；每丁岁役，则收其庸。日准绢三尺，

谓之庸。天下为家，法制均一。虽欲转徒，莫容其奸。故人

无摇心，而事有定制。②

均田制严格按照等级关系，对于从亲王百官到庶民的受田数量、

顷，二品

还受办法和地权转移方式，都作了详细的规定，用法令的形式公

顷，三布于社会。比如官吏受田。永业田，一品

顷。有封爵者，亲王品 顷，四品

顷，二

顷，郡王、

国公、郡公、县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分别相当于从一、正二、从二、

正三、正四、从四、正五、从五品官。职分田，京官一品

顷，六品 顷，七品顷，五品顷，四品品 顷，三品

顷，以下递减。③为

了维护社会稳定，唐代国家还制订了专门的法律条文处罚违犯

制度的各种行为。④这样，唐代均田制就比前代更加完备，对于

唐前期的繁荣和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李安世建议实行均田制，虽自诩为致治之本，但实际上，也

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采取的临时措施。李安世说：

《田赋考《文献通考》卷 历代田赋之制》

田制》；《唐六典》卷，《食货典

《资治通鉴》卷

③参阅《通典》卷

④《唐律疏议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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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权土地

近

窃见州郡之民，或因年俭流移、兼卖田宅，漂居异乡，事

涉数代。三长既立，始返旧墟，庐井荒凉，桑榆改植。事已

历远，易生假冒。强宗豪族，肆其侵凌。远认魏晋之家

争讼迁验

引亲旧之验。年载稍久，乡老所惑。群证虽多，莫可取据，

连纪不判。良畴委而不开，柔桑枯而不采，欲令

家丰人给，其可得乎。①

所以他建议，过去的疆界，难以恢复，应重新丈量加以分配，使小

民百姓有养家糊口的依靠，强宗豪族不能占有太多的土地。那

些有争议的，应规定以某年为限，事久难明的，应归新主人所有。

依李安世所说，均田制确也带有一种治标的临时性质。

唐代，均田制虽更加完善，但本身也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，

难以长久维持。首先，在私有制下，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个人不

会只满足于对土地的暂时使用权，他们除了要获得物质生活资

料外，还必然要追求对于主要的生产资料

意义上的占有权。均田制虽然允许少部分田产为私人所有，却

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对于个人名下的全部土地的占有欲，更无法

满足扩大私人产业和土地经营规模的欲望。因此，随着社会经

济开始走向繁荣，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，突破均田制

的限制，要求个人占有和自由买卖土地，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

个必然趋势。尽管唐代均田制法令细密，仍不能阻挡这一趋势。

钻法律或法令的空子，违法瞒报、买卖、转移地权之风愈演愈烈。

官僚地主阶级更是凭借政治经济特权，无视政府“不得违法买卖

口分、永业田”的法令，不断扩大占有的规模。唐玄宗时，官夺民

田的现象日趋严重，已危及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。为此，唐玄宗

下《禁官夺百姓永业田诏》，其中说道：

①《通志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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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。④这就是说，在 多年中，人口增长了

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，恣行吞并，莫惧章

程。借荒者皆有熟田，因之侵夺；置牧者惟指山谷，不限多

少。爰及口分、永业，违法买卖。或改籍书，或云典贴，致令

百姓，无处安置，乃别停客户，使其佃食。既夺居人之业，实

生浮惰之端。远近皆然，因循亦久。

《田制下》注，开元、天宝年间，“法令弛坏，兼并又据《通典》卷

之弊，有逾汉成、哀之间”。安史之乱，进一步促进了均田制的破

坏。陆贽说：

于避天宝季岁，羯胡乱华，海内波摇，兆庶云扰，版图

地，赋法坏于奉军。①

，民户约

此外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国家掌握荒闲土地数量有限的矛盾也

使均田制不能长期推行。据统计，唐初武德年

万多户，③天宝十四年（年），为万，②天宝十三年（

年），民户约

约 倍，致使许多地区的均田指标无法实现。宋人曾指出：

魏、齐、周、隋，兵革不息，农民少而旷土多，故均田之制

存。至唐，承平日久，丁口滋众，官无闲田，不复给授，故田

制为空文。⑤

由于均田制的固有矛盾，它注定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。唐

代从高宗起，为维持均田制，多次重颁均田令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唐玄宗时，均田制就名存实亡了。安史之乱后，唐代宗广德和大

历初年，曾两次给浮户、逃归户授田，但那“只是均田制的尾声，

均节赋税恤百姓》。①《陆宣公集》卷

②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

③《唐会要》。

④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。

，引刘恕语⑤ 王 应 麟 《困学纪闻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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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万。②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出，唐王朝的用意显

页。

均田制即将完全崩坏了”。①

余个兵府，关中及周围

均田制的破坏，不仅打乱了小农生产的稳定形态，而且导致

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的瓦解。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

农的制度。其特点是府兵编入民户，计口分田，轮番出征和接受

训练，衣粮军械自给。平时由地方长官和兵府将校双重管理，征

调则必须有中央政府的符令。这种兵制初兴于西魏，隋代稍具

规模。唐初统治者吸取历代的教训，为避免出现新的军事集团

危及大一统的局面，着力完备府兵制，使之成为中央集权的主要

军事支柱。唐王朝在全国陆续设置

余所，占总数近 。

所，占总数

地区的关内、河东、河南三道，设兵府

其中关内道有兵府 以上。关内道辖区，京

所。府兵的人数，也大大超过当城所在的京兆府又有兵府

多万，时另外一支军事力量边兵。据统计，唐代前期府兵人数

边兵则只有

然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以震慑四方，防

止军阀作乱。用唐人的话说，这是“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”，③“举

天下不敌关中，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”。④这个制度确实使唐王

朝安定了一百多年。汉末以来，这是空前的。

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土地兼并的加剧，社会上出现了大量

无地贫民。这些人不可能自备衣粮军械为统治者卖命，于是“逐

渐逃散，年月渐久，宿卫之数不给”。⑤不因失地逃散者，也往往

逃避兵役。据《旧唐书 刘仁轨传》，当时镇守百济的兵士，因受

年版，第

章；岑仲勉：《隋唐史》，第

①韩国磐：《隋唐五代史纲》，人民出版社

②参见谷霁光：《府兵制度考释》，第

页。

引③《玉海》卷 唐会要》

《论关中事宜状》

《唐会要

④陆贽：《陆宣公集》卷

府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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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，“折冲府无兵可交，停

官长虐待，及战死伤残得不到抚 ，纷纷逃亡。现役军人的逃

亡，自然影响征兵。富人子弟，可用钱买通官府，或雇人代役；贫家

子弟，只好逃亡。到了天宝八年（

止上下鱼符。至天宝末年，徒存兵额官吏，其军士、戎器、驮马、

锅幕、糗粮并废”。①加之“承平渐久，武备浸微，虽府卫具存，而

卒乘罕习。故禄山窃倒持之柄，乘外重之资，一举滔天，两京不

守”。②府兵不仅兵员不足，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，府兵制

也就彻底瓦解了。

然而在边境上，战事几乎不断。唐朝初年，李世民平定突

厥，边境上平静了几十年。高宗中叶开始，突厥重新兴起，吐蕃

也日益强大，给边境造成严重威胁。任务仅为宿卫的府兵担当

不了戍边的责任，不得不设置一支常备又可驻守的边兵，带兵的

军事长官也须久任。唐高宗时，命令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，以防

到唐玄宗时，形成十节度，拥兵共备 万。实际上还不

止此数。节度使为了邀功，不断与契丹、突厥、吐蕃等发生战

斗；为了拥兵自重，又不断召募游民。均田制的破坏，使流民客

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但却为节度使们提供了不会枯竭的士

兵来源。唐王朝屡次禁止流徙，命令逃亡者回乡，恢复本业，对

拒不回乡的进行追捕、并屡次清查户口，③但都无济于事。唐玄

宗无奈，不得不在开元二十五年（ 年）下诏：

审利害，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，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

及客户中召募。④

节度使召募，不会严遵中央的定额。“开元之前，每岁供边兵衣

④《命诸道节度使募取壮丁诏》，《全唐文》卷

③如唐玄宗有《听逃户归首诏》 《令诸州年终申报户口实数诏》等。

《论关中事宜状》②陆贽：《陆宣公集》卷

①《唐会要 府兵》

第 10 页



我

粮费不过二百万。天宝之后，边将奏益兵浸多，每岁用衣千二十

万匹，粮百九十万解”。①边将边兵无厌的索求又加重了人民的

赋税负担，从而又加速了均田制的破坏。

从此以后，由节度使召募的职业军队，取代了由朝廷征调的

亦农亦兵的府兵，成为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，导致了天宝以后边

帅势力的膨胀，进而发展为军阀作乱和藩镇割据。

如果把社会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，那么其中任何一个方面

的重要变化都会引起系统内部各方面关系的不平衡。在唐代建

立的比较完整的统治体制中，均田制和府兵制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二者受到破坏，必然会降低统治体制控制社会的整体功能，造成

中央集权的软弱无力。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，中央政府再也没

有力量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，从此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后期。

安史之乱平息以后，人们有感于唐代前、后期一盛一衰的鲜

明对比，一方面非常留恋已经逝去的盛唐气象，另一方面又希望

重振大唐帝国的雄威。史称有为的唐宪宗继位伊始，即提出了

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》。他先说：

家光宅四海，年将二百，十圣宏化，万邦怀仁。三

王之礼靡不讲，六代之乐罔不举。浸泽于下，升于中天，周

莫斯为盛。②

曾有过的盛世。接着他指出，现实的情况是：

储。

自祸阶漏坏，兵宿中原，生人困竭，耗其大半，农战非

古，衣食

汉已还

念念不忘唐

文》卷② 《 全

①《资治通鉴》卷

第 11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则未尝开卷，三史则皆同挂壁

然后表达了对“复其盛”的希望。

唐宪宗以前，人们就不断提出类似的问题。肃宗时，元结《问

进士》道，兴兵十二年了，将帅拥兵自重，朝廷想收回他们的兵

权，给他们高官厚禄，但没有力量，无法使他们服从。置之不问，

天下又不得太平。教训他们，让他们有是非、辞让之心，但他们

又顽固不化，不能领会。他们公然树立爪牙，大者为王，次之为

公侯，欲望总也得不到满足。于是发问：

天下之兵须解，苍生须致仁寿，其策安出？

朝廷希望进士们能拿出治国平天下的办法。

唐德宗时，陆贽代皇帝起草的策问，辞意极其恳切。策问

道，上古圣人无为，不理事成，星辰顺轨，风调雨顺，“何施而臻此

欤”？三代以来，制作滋广，威之以刑，道之以礼，然世俗弥薄，其

人弥媮，“岂浇淳必系于时邪”？自己昼夜勤劳，效法圣人所为，

“然而浮靡不革，理化不行”，“赋入日减而私室愈贫，廉察日增而

吏道愈滥”，为什么“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”？所以想“划革

前弊，创立新规”。而且天灾不断，旱蝗频生，“上天作孽，必有由

然”，“其咎安在”？《洪范》说：“时之不又，厥罚常旸”，又说：“尧

汤水旱，数之常也”。“二者乖反，其谁云从”？①

当时困扰统治者的社会危机主要是藩镇割据，中央号令不

行，百姓难以安居乐业，国家财用不足。针对这些问题，唐朝君

巨们曾采取一系列措施。

宝应二年（ 年），杨绾上《条奏贡举疏》，建议改革科举

制。依杨绾的意思，欲针砭时弊，进而长治久安，在于用贤，用贤

在于取士，取士在于科举。然而，当时的进士不学无术，“《六经》

。明经则只会帖括。至于他们的

① 陆宣公集》卷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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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行，更是难以查考。所以杨绾建议，依汉代察孝廉的办法，让

乡闾推荐，孝佛而又通经的，由国家考试。考试的原则，也是让

应试者通经文大义，並可兼通诸子之学。每次试经问

策

“夫先王之道消，则小人之道长。乱臣贼子由是生焉

知‘迁怒
、

条，对

道，“皆通为上第，吏部官之”。

代宗皇帝把杨绾建议交由大巨讨论。大臣们纷纷同意杨绾

的意见。他们认为：“今试学者，以帖字为精通，不穷旨义，岂能

贰过 之道乎？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，岂能知移风易

俗化天下乎？是以上失其源，下袭其流，先王之道，莫能行也。”

”①这就是

说，科举所取士人的学行如何，关系着天下治乱，必须改革。只

是大家认为乡举里选的办法怕行不通，建议恢复学校教育。

然而时 不久，杨绾因病去世。唐代宗极其痛惜，对群臣

说：“天不欲朕致太平，何夺朕杨绾之速”。②本来唐代宗想依赖

杨绾改革弊政，现在不得不作罢。他的《赠杨绾司徒诏》，说杨绾

“以儒术首于国庠，以礼度掌于郊庙”，“爰登清静之辅，庶谐至理

之期”。《赐杨绾谥诏》道，他将用杨绾“布天下五行之和，同君臣

一德之运”，然而杨绾“未展济川之才”，就英年早逝。痛惜之情，

溢于言表。

先作什么？陆

唐德宗时，朝廷也希望革除积弊。德宗问陆贽，当前应该首

认为，安史及其以后的叛乱，原因在于“上下之

。

情不通”。③于是他劝德宗“接下从谏”。上疏道：“当今急务，在

于审察群情。若群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；所甚误者，陛下

先去之。欲恶与天下同，而天下不归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

但德宗不加实行，也不再询问。于是陆贽又上疏说：“立国之本，

③《资治通鉴》卷

卷②《资治通鉴

选举志上》①《新唐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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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于人心”。②然而唐德宗性好猜忌，

《易经》乾下坤上为泰，损在乎得众；得众之要，在乎见情”。並

上益下日益，说明上下必交的道理。但唐德宗派宦官传话说：我

性本好推诚，也好纳谏。但推诚反而被人愚弄。我好纳谏，但谏

官总是归过于我，自己求名。而且这些谏官奏事，多是道听途

说，相互雷同。再加追问，就理屈辞穷，所以近来怠于纳谏。陆

贽又上疏，希望德宗能不因这些小事堵塞了言路。据《资治通

鉴》说：“上颇采用其言”。①

陆贽说：“理乱之本

不能纳谏。陆贽的建议，也难以实行。而且陆贽后来也被罢相。为

他赋闲在家连文章也不敢写，只好研究医书。

陆贽是唐朝后期卓越的政治家。权德舆把他比作贾谊。直

到宋代，苏东坡还认为，陆贽的言论，是治乱的龟

陆贽的议论，却使人开卷了然，所以

刘晏在全国设立经济情报网，及时掌

了防猜忌避祸患

。因为圣人

的话幽远，末学又加以支离

他劝皇帝经常翻阅。

财，便任用刘晏，以解决迫切的财政问题

当时唐王朝的一个迫切问题是财用不足。唐德宗为了理

又起用杨炎，实行两税

法，以解决均田制破坏以后租庸调法难以实行，国家将如何征收

田税的问题。

，末

刘晏理财，主要是实行食盐专卖和对盐户收税。第五琦首

先实行这个办法，目的是供给军用。刘晏继续第五琦的办法，又

加以补充完善，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。“初岁入钱六十万

万

年所入逾十倍，而人不厌苦。大历末，计一岁所入，总一千二百

，而盐利居其大半”。

握经济信息。又改进漕运，防止了粮食在运输中的损失。由于

刘晏善于理财，暂时缓和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。“初，安史之乱，

③《资治通鉴》卷

①②《资治通鉴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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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。“居

所费不赀，皆倚办于晏

的政敌陷害而死。

鉴于当时租庸调法名存实亡，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，实

行两税法。“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，及上贡之数，而赋于人，量

出以制入。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

人之税，秋夏两征之。其租庸调杂徭悉省”。②

均田制破坏，农民逃亡。官府收税，把逃亡者的租税让未逃

者承担，这样反而促使农民离乡背井。逃亡者到外地，就成为客

户。客户没有从国家受田，也用不着交租庸调。赋税负担苦乐

不均，社会就始终潜在着不稳定的因素。由于战争需要及贪官

污吏为中饱私囊，各地又纷纷在地租之外加征赋税。地方官所

加的份额，甚至往往多于国家的正税。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日益

加深着社会的危机。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税负不均和不

断加税的问题，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，又缓和了社会日益紧张的

阶级矛盾。

但是两税法自始也带着不可克服的矛盾。它的基本精神是

“量出为入”。所谓“出”，指选取大历年间支出最多的年份为税

额标准，也就是把让人民负担最沉重的财政开支作为它的基本

精神。它的原则，是按资产计税。然而土地之类的资产易计算，

而那“藏于襟怀囊箧”的，可以“流通蕃 ”的，则难以计算。因

此，“务轻资而乐转徙者，恒脱于徭税；敦本业而树居产者，每困

于征求。此乃诱之为奸，驱之避役。力用不得不弛；赋入不得不

阙”。③就是说，两税法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。

数年间，天下户口十亡八九，州县多为藩镇所据，贡赋不入朝廷。

府库耗竭，中国多故。戎狄每岁犯边，所在宿重兵，仰给县官。

。①但由于朝廷上的派别斗争，刘晏被他

③《资治通鉴》卷

①② 资治通鉴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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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部的改章终于导致比较全面的变革，这就是“永贞革新
。

年），唐顺宗即位。“甲子，上御丹

唐顺宗作太子时，就对政局不满，王叔文等，“乘间常为太子

言民间疾苦”。永贞元年（

打击宦

凤门，赦天下诸色通负，一切蠲免。常贡之外，悉罢进奉。贞元

之末，政事为人患者，如宫市、五坊小儿之类，悉罢之。”①辅佐顺

宗进行改革的王叔文等人，还筹画把财政大权集于中央

官势力，从宦官手里夺回兵权；任用贤才，调回被贬逐的陆贽、阳

城等人。这些措施由于触犯了宦官和王公大臣的利益，宦官们

杀死了重病的唐顺宗，王叔文等人被害、被逐，永贞革新就彻底

失败了。

屡次改革，唐王朝君臣们似乎都不满足于局部措施，企图寻

求长治久安之策。唐代宗痛悼杨绾，就是要依靠杨绾致太平；陆

贽劝唐德宗推诚、纳谏，也是因为“治乱之本，系于人心”。皇

帝治理天下之心，又“当以诚信为本”。然而一次次改革，实行

起来，都没有抓住根本，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。永贞革新

的失败，似乎又在告诉人们，政治上的措施，都不是致太平的

根本，不能真正消除社会危机。元稹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以后指

出：

兵兴以来，至今为梗。兵兴则户减，户减则地荒，地荒

则人贫，人贫则逋役逃之罪多，而权宜之法用矣。②

依元稹的意见，当时针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些

“权宜之法”。

那么，根本的办法在哪里呢？

②《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》，载《全唐文》卷

①《资治通鉴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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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杀镇海节度使李锜，逮捕昭义节度使卢从史，

诸种社会危机之中，最严重的是藩镇跋扈，中央号令不行

唐宪宗即位，凭着二十年安定局面和一定的财富积累，下决心与

藩镇斗争。即位之初，即采纳杜黄裳建议，任用高崇文讨伐图谋

割据四川的刘

的局面暂

任用裴度、李愬讨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，此后又讨平李师道，于

是藩镇方面纷纷纳贡入朝，表示服从中央。藩镇跋

时得到缓和。

但是，藩镇仍然存在，其他社会危机仍然存在。史称有为的

唐宪宗不满于权宜之法，而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所以他在策

问中提出“咨体用之要”，即：

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，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？既往之

失，何者宜惩？将来之虞，何者当戒？

他所希望得到的，已经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措施，而是带规律性的

指导原则，也就是要寻找一个能总结以往教训、解决现实问题、

保证未来的稳定和繁荣的社会治理之道。

唐宪宗策问要总结的历史教训，不限于安史之乱以后，也不

限于唐朝本身，而是从“受命君人”的“古之王者”开始。唐宪宗

说，他们受命之初，都兢兢业业，承天顺地，“靡不思贤能以济其

理，求说直以闻其过”；臣子们也竭忠尽智，匡时济俗，率由旧章，

遵先王圣人之道。但到了后来，就只知因循，先王之道，则有名

无实。他们设立科条，求茂才，开言路。但对于指斥自己的言

论，则加以舍弃；采纳的，多是无用之虚文。他自己对此非常感

慨，所以才“发恳恻之诚，咨体用之要”。

历史地看，唐宪宗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。唐代把秦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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